
 

〈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 

「想見其為人」ㄧ語之解析 
  

摘 要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論贊都提到「想見其為人」

一語，對孔子，司馬遷是以欽仰的態度來讚許，期盼見到孔子在歷史責任的繼

述中，那份偉大的襟懷與使命感；對屈原，則是垂涕想見其為人，帶有悲傷哀

慟的同情在，而這份同情，亦含有自己遭受「腐行屈辱」的成分，司馬遷因李

陵案的牽累類似屈原的生命際遇，所以，渴望見到屈原來獲得精神上的慰藉。 

    孔子周遊列國未獲青睞，屈原受讒而流放江、淮，司馬遷替李陵仗義執言

卻反受腐刑，三人都有一個「不遇」的共通點，本文先由孔子、屈原對司馬遷

的影響作論述，並評析贊語中「想見其為人」一語所透顯的意義，最後以「不

遇去牽繫三人的生命價值，藉此明瞭司馬遷對孔子與屈原在歷史大義與生命情

性上的認同。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孔子、屈原、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 

 

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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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作《春秋》之後，能接續史官職責大義的就屬司馬遷的《史記》了。《史記》

主要以人物來記錄歷史發展的脈絡，對司馬遷來說，從黃帝到漢武帝，有兩千多年

的歷史，光是篩選人物就已是浩瀚的工程，更何況還要為之詳實作傳。司馬遷費時

十多年，終於完成這艱巨的任務，魯迅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語對《史

記》的讚譽，鳴發出千百年來多數人的心聲。 
    在《史記》敘寫人物的過程裡，司馬遷採取不同的論述方式，藉由獨到的筆法

技巧，暗含一些諷諭，比如將孔子安排在「三十世家」中，突顯對孔子的景仰與肯

定；將呂后列在「十二本紀」裡，暗諷呂后的干政與弄權。而眾多人物中，司馬遷

獨對孔子、屈原兩人，以「想見其為人」一語來作論贊，筆者認為，這句話應該也

是司馬遷刻意安排的筆法之一，雖然《史記》洋洋灑灑五十餘萬字《史記》中，內

容既廣且博，但太史公既然以《史記》祖述《春秋》，在用字遣詞上，必是字斟句酌，

效法《春秋》大義的褒貶，因此，太史公將「想見其為人」一語，特用在孔子、屈

原身上，必是凝慮而發，富有深意的。 
 

二、 〈孔子世家〉中司馬遷對孔子歷史大義的承繼 

    司馬遷欲見孔子的為人，是對其人格認同的嚮往，在〈孔子世家〉中，五千多

言纚纚如貫珠，攢聚《論語》、《禮記》、《國語》、《孟子》…等先秦資料，將孔子的 
生平，言論、學行、周遊列國、著述等紀錄，發而為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除了是 

對孔子一生的介紹之外，其中所隱藏的思想性格，及其所擔負的歷史責任，也在太

史公的筆觸上，有所顯露，而這樣的文字組織，透露出對孔子情感上的連結，底下

就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所標舉的特點，及其對自身性格與責任的影響作一析論： 

(一) 孔子性格對司馬遷的影響 

    與其說司馬遷完全是自發思慕孔子的人格，不如說是導因於對漢初以來儒者性

格丕變的厭惡，從高組統一天下以來，直到武帝，傳統儒家講仁重義的觀念已有所

改變，漢初以來的儒者，如：叔孫通、公孫弘之輩，多半已是外儒內法，或外儒內

道，對儒家思想的取捨，混雜有功利價值的考量，這樣的風氣當然也肇因於高組對

儒生的唾棄所致，但這些儒生矯情干譽且變本加厲的做法，似乎漸漸在當時的社會

政治上有錯向的引領，對照先秦儒者的風範，實有天壤之別，然而儘管如此，儒者

在這樣的政局中，處高位、掌實權者所在多有。司馬遷在現實中不能直指其鄙行，

只能透過文字，寓含褒貶，因此有〈劉敬叔孫通列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

等篇章從不同的價直批判來影射這些道貌岸然的假儒者，而這一手法，間接也促使

司馬遷對孔子這樣一個儒家完整人物性格的追慕，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云：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

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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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載明作〈孔子世家〉的目的，對孔子欲「匡亂世反之於正」的襟懷，司馬遷銘感五

內，而孔子無私的奉獻，渴望對天下百姓仁德的澤及，在在突顯出其真正的人格精

神。此外，孔子對自己「道」的堅持，絕不隨俗妥協，即便未被國君採納，也不會

放低標準，選擇「蓋少貶焉」2，孔子在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局中，獨標以禮為出發點

的思想，進而「攝禮歸仁、攝禮歸義」3，之所以特別去強調禮，主要是因為當時政

經混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五倫的體制溣喪，而禮的功用恰巧在端名正分，因

此，孔子特別對名分有所堅持，甚至不惜欲以此來重振周文的疲弊，所以即便附屬

在出仕的機會上，他也不會輕易妥協，如：公山不狃叛季氏，欲召孔子相助，孔子

想去，但子路不悅，孔子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4，孔子出

仕的目的很明確，欲恢復周王朝時的禮制，但現實的政治統位並不確立，在回答子

路的話就有些牽強，與他「正名」的論述有些違背，故最終孔子還是選擇不去，但

也就是如此，可以看出孔子對自己原則的堅定，孔子困於陳、蔡時，回答子路「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5，對道的付諸，孔子有更深層的價值標準，現實環境的不

如意，並不會迫使他有所卑屈，所以，孔子欲倡行仁義道德、《六經》學說，在他的

執著下，儘管屢屢被打回票，但也就如此，得以反襯出孔子的性格，更加凸顯其價

值的崇高，這也讓太史公引《詩經》之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6來作最高的禮

讚。 

(二)、孔子作《春秋》給予司馬遷的啟示 

    〈孔子世家〉提到： 

 

孔子曾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7 

 

周公死後，孔子就以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自居，對於天道所命定的事情，他不敢妄言，

但無形中對這理念的執著，稟含有承天而受，繼之維護道統的使命，這樣的認知，

也給與自己一種復興責任的動力，對於撥亂反正的責任，當然也就越發強烈，但孔

子周遊列國十五年，歷經齊、陳、蔡、衛、楚…等國，卻都得不到國君的賞識，最

終不得已還是返回魯國，據魯史作《春秋》，在孔子之前，因災禍戰亂的關係，造成

許多典籍散失亡伇，在這樣的文化衰頹的世風，孔子對自己是有所期許的，他曾說：

                                                
1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310。 

2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31。 

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112。 

44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陽貨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64。 

5(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衛靈公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32。 
6
屈萬里：《詩經詮釋》〈小雅‧車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頁 422。 

7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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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8孔子在意的是後

世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判，即便本身理念下的「道」有所不行，但他還是要把積極入

世的襟懷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來影響時局，或作為後世史官品評褒貶的依據，因此，

利用殘存的歲月，發憤著述，完成《春秋》，孔子這樣的行徑和司馬遷作《史記》的

精神際遇是能遙相契合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對兒子的期許已有伏筆可

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

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

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

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

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9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不單只有對父盡孝，他在創作《史記》的過程中，紹述孔子的

精神，對孔子作《春秋》的歷史使命，是以歷史輪軸的接棒者自居，《史記》又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10 

 

但這不單只有心嚮往之的傾慕之情，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化悲憤為力量

於創作，最主要也是希望能以史官的身分，讓《史記》的價值擔負「究天人之繼，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1的歷史責任，而這樣的精神，恰巧與孔子是不謀而合，

《春秋》內容寓含褒貶，在當時混亂的時局，對天下悖禮忘義之徒仍有所警戒，因

此有「《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12之說，而《史記》對維護道統的社會

正義也有所承繼，所論述的對象或涵蓋整個社會階層，例：〈游俠列傳〉〈龜策列傳〉、

〈貨殖列傳〉；或以夾帶的方式來凸顯某些身分低賤的人物，例：〈魏公子列傳〉中

的朱亥、侯嬴，司馬遷所要輝映的孔子精神，是以仁愛博廣的胸襟對天下百性，孔

子開平民教育之先河，司馬遷亦援引各階層人物來作傳，兩者所標舉都是史學家在

社會公義的價值層面，司馬遷的承繼與發揚確有孔子的風範。 

                                                
8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衛靈公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40。 

9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95。 

10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96。 

11
(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5。 

12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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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對屈原生命情性的投射 

    屈原本是楚國貴族，早期很受懷王的信任，年紀輕輕就受封為「三閭大夫」，但

因遭上官大夫靳尚的讒佞，使懷王對其漸漸疏遠，屈原心有所不平，故將其悵惘的

心聲，酌以楚地浪漫文風，發而為許多充滿情性的文作，因此在〈屈原賈生列傳〉

中有提及：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

愁幽思而作〈離騷〉。13 

 

《詩經‧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14詩人不平而鳴的情性古今皆然，屈原

將其心志寓託在〈離騷〉等作品中，是想要給自己豐富的生命情感找到一個宣洩的

窗口，因此作品中往往善用詩歌的語言，搭配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誇張的修辭，來

呈現其豐沛的情感，但這樣的情緒，是基於對現實際遇的不順，多少帶點怨懟、無

奈的口吻，但也因此而能孕育出斐然的精神藝術作品，這一點映照於司馬遷，雷同

性相當高。在司馬遷的血液中也流淌著「不平則鳴」的詩人性格，但司馬遷不單僅

限在文字的創作上，現實生活中，他更以具體的行動來為李陵發聲，在〈報任安書〉

中提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15可見兩人交情實屬泛泛，但他卻不惜觸怒武帝，而身遭腐刑，這比起屈原的流放，

司馬遷所蘊積下來的憂憤情感，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所以他沒有選擇仿效屈原投

江自盡的路途，是因為他有著超越生死的歷史責任在，但屈原不願屈從流俗，不惜

犧牲性命，一樣值得感佩，司馬遷所要肯定的是屈原對楚國百性的仁德襟懷，屈原

的行止所突顯出的自我價值，不能用現世的標準去衡量，以屈原的長才，又身處戰

國遊說之風盛行的時代，他可以擇木而棲，但屈原沒有選擇這條路，同樣的，那也

是一種使命感，這使命感也許不同孔子那樣的層次，是對全天下的百性而發，但退

而求其次，亦是對楚地的人民而發，一樣是無所偏私的。因此，屈原投江自盡是把

自我感情極致化的表現，背後所蘊含的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的無奈，在這裡更可

以說，他不願讓自己對國家那份情感，最後換來一幕幕國破家亡的慘劇，所以選擇

犧牲，但也就在他犧牲的同時，生命價值的朗現達到極大化，如同文天祥的仁至義

盡，倘若司馬遷真正見到屈原，應可暢所欲言李陵案中滿腔的委屈，而屈原想必也 

能心有戚戚焉，兩人在生命感性的悲嘆上，肯定是相當契合，司馬遷對屈原的垂涕，

意味在同情之餘也想要給一些安慰，同樣的，也許在司馬遷的內心深處，他也需要

這樣一個際遇雷同的知音，來給予一些慰藉的話語吧！ 

    司馬遷對屈原的心有靈犀，感應特別獨到，他和屈原一樣在將生命價值發揮到

極致，只是採用的方式不同罷了，更扼要的來歸結，司馬遷其實就是「化悲憤為力

                                                
13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82。 

14
(西漢)毛萇傳述，(宋)朱熹辯說：《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 

15
(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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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這樣的做法和孔子比較接近，即便司馬遷現實的際遇比較像屈原，但某種程度

也可以說，他有屈原豐沛的情感，但也兼有孔子理性的調和，漢初是黃老思想盛行

的時代，這種雜揉型態的風氣，不單只見於學術思想上，在調和人生態度的過程裡，

如此兼容並蓄的手法，也可適度援引在人格處世上，以當時身遭腐刑的司馬遷來說，

這樣的調和，更是其安身立命最好的方式了。 

 

四、 司馬遷以「想見其為人」一語所要透顯的意義 

    司馬遷對孔子的仰慕與心嚮往之，從《史記》書中多處援引孔子的思想可窺見，

司馬遷紹述孔子的精神，欲以《史記》的著述，來承擔歷史的責任。〈孔子世家〉提

及孔子身處春秋亂世中，周遊列國，僅管曾困於陳、蔡，流於鄭、楚，被譏「喪家

之狗」，但孔子並沒有因時運不濟，便對理想輟行，反將這份信念，轉投於史料典籍

的整理與著述中，孔子精神裡所堅持的，是史官的大義，但這樣的大義未必合於流

俗的價值觀，〈孔子世家〉載：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16 

 

在這點上，和司馬遷本身的際遇有些暗合之處，司馬遷在李陵案中仗義直言，因而

得罪武帝，在遭受「腐刑」之後，苟延殘喘於世，之所以選擇接受這樣的屈辱，是

要肩負比死更重大的責任 ─ 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有提及：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

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17 

 

但這樣的心跡在當時不能夸夸其詞，因此，他必須忍辱負重，獨自面對外在的質疑

與壓力，桑弘羊所影射的「無行之人」，多半也是指司馬遷了。在這樣的輿論下，司

馬遷所要承繼的是孔子亦因困厄而發憤作《春秋》的行止，因此，就有一種「感同

身受」的質愫在文章中流露，所以「想見其為人」，這不單只透顯仰慕的意思而已，

孔子的人格與堅持，也讓司馬遷內化為其性格，藉以昇華成執著著述的動力。因此，

想見孔子，是渴望在這條孤單的大道上，能有效法感召的對象，得以驅使他去擔負

完成生命的歷史責任。 

    至於對屈原的感懷，司馬遷則偏重在缺少知己的慨嘆，在李陵事件中，司馬遷

於〈報任安書〉有所怨懟： 

                                                
16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32。 

17
(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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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18 

 

人情的冷漠，讓司馬遷倍感孤寂，而這不就是屈原行吟澤畔時感嘆「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處境嗎？屈原在楚國的抑鬱不得志，雖堅執人臣之義，

但對楚王又愛又恨的心理糾葛，迫使其生命難以灑脫，故將滿腹的心志，寓託在作

品中，《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贊語提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19 

 

這裡想見屈原的為人，太史公是著重在知音難覓的悲嘆上，並非如同想見孔子般，

去化約擔負歷史責任的孤寂，對屈原的同情，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慰藉的情感投射。

悲屈原的煢煢獨立，其實也是悲自己在腐刑屈辱後的心境，受辱後的司馬遷因為史

家責任未了，所以只能苟全性命飽受世人指摘，如此自我隱忍，吞泣這些屈辱的同

時，對屈原際遇的感知，相信是很能共鳴的。因此，一樣「想見其為人」，對孔子的

見，是滿懷歡欣期望之情，而對屈原，則是垂涕動容之情，同樣一句話所昭示出的

差異，卻也突顯太史公在《史記》篇章中所架構理性與感性的雙軸線。  

 

五、 由「想見其為人」一語，連結出孔子、屈原、司馬遷的「不遇」 

    顏崑陽在〈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一文中說： 
 

以「伯夷、叔齊」、「孔子、孟子」、「屈原」為漢以前「士不遇」的三種典型

性經驗，前兩者，君臣是建立在道義平等的對待關係上，「士」為被納入官僚

體系的主從結構中，保有自主的選擇權，後一種類型，則在橫向的一統政治

格局語縱向的官僚體系，被決定在無自主性的主從階級結構中。20 
 

〈孔子世家〉中，孔子周遊列國多年，不被任何國君所用，其下場就是一種「不遇」

的代表，但孔子在現實上的不順，並沒有動搖他經世濟民的目標，孔子的「不遇」，

是導因時代背景的影響，在當時各國爭戰講求富國強兵的風氣下，孔子的仁義思想，

是很難在短時間立竿見影，當然也就難以被拔擢，對這樣的情形，孔子自己也明白，

但他不強求，只求遇到能有遠見的君主，因此，不需太過以現實政治上的起用來評

                                                
18
(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0。 

19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503。 

20
顏崑陽著：〈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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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孔子的「不遇」，孔子的「遇合」需搭配他整個思想學說在當時的時代意義去看，

不然就太過窄化了。孔子的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光是了解，都已有所困難，

更何況是確切付諸實行，因此孔子「不遇」的原因，不單只如上述所說，無法建立

在君臣平等的道義對待關係上，筆者認為，即便有辦法連結這一層的關係，這樣的

遇合肯定也相當薄弱，君王勢必要從現實上去驗收孔子的思想，甚至稽核任用孔子

的效用，到那時，君王講求的就是儒家思想實效的價值，即便有再深的君臣道義關

係，也不意味著能妥協在未見效用的情況下，在〈孔子世家〉中，晏嬰對齊景公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

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21 

 

可見道義的關係還須附屬有實效的成績，而這實效明顯是偏重在富國強兵上，孔子

的遇才有可能產生，不然在那種背景下的政局，孔子即便有所遇也難以長久，必須 

等到政局大一統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著重在講仁取義的政策上，因此對孔子來說，

他的「不遇」是時不與我的型態。 

    儒家的思想不見重於當世，但卻在往後的歷史綿延兩千多年，而孔子的地位相

對也跟著攀升，因此，在現實的政治遇合上，孔子可說是個失敗者，但在歷史洪流

與時代責任的遇合上，卻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關鍵者，這也讓太史公在對政治遇合感

到無奈的同時，轉而去服膺孔子的歷史責任，尋求另一種歷史遇合的精神寄託。 

   至於屈原的不遇，和其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看他對漁父的回答：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22 

 

可見他是一個相當有原則的人，但在亂世中，堅持原則往往只能作孤臣，因此他的

不遇是可想而知，屈原的不遇，參雜比較多自我情性的成分，但是否離開楚國，另

謀高就，就可有不一樣的際遇，針對此點，筆者看來倒是未必，屈原將生命節操推

為極致，使公義的價值超脫於生死上，一如孔子的道是不打折扣的，以他這樣的人

格特質，能否獲得其他國家君王的知遇，應不只決定在國君的愚昧與否？在戰國的

政局中，受重用的大都是縱橫家之流，如：蘇秦、張儀、范雎一類的策士，靠馳騁

舌利，來獲取賞識，以屈原的性格，想必很難認同這類的人物，他既然會以投江自

盡來闡發生命價值，就不可能會為求得到「賞識」而不擇手段，而這不擇手段，當

然也包括「擇主而事」的策士行徑，屈原在際遇上的顛簸，是把個人和國家人民的

情感綁在一起，因此，他把本身不順遂的鬱悶，發而對楚國在戰國時局中坎坷的悲

                                                
21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43。 

22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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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所以他的「不遇」，也可說是楚國的「不遇」，屈原對自己，有高潔情操的堅持，

對楚國君臣，有「恨鐵不成鋼」的無奈，而這種理想與現實難以疊合的衝突卻都收

納在他的情思中，以此為基所反應在外的處世態度，必然是澎湃多情，但也容易為

情所役，因此，終致被國家大義之情所披覆，而走上絕路。 

 不過，屈原的「不遇」，和孔子相較是有所差別的，孔子的「不遇」受外在時局

因素影響的成分大，屈原的「不遇」，則是偏重個人的內在性格，對司馬遷來說，漢

代的政局已是大一統，即便對武帝有所不滿，他也沒有擇主而事的機會，因此，他

的「不遇」，沒有孔子周遊列國的背景條件，和屈原的「不遇」比較雷同，但司馬遷

的「不遇」相較於屈原，並沒有為情所困，他把這現實「不遇」的感情昇華為精神

層次，尋求和孔子一樣的歷史遇合，因此他要「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而孔子、屈原之所以是《史記》中為二司馬遷想見的人，最主要就是兩人的

「不遇」都能讓太史公感同身受，也因如此，以「不遇」的軸線去與以聯繫，可在

精神生命的脈絡上洞悉司馬遷與兩人的契合之處，進而探視出對其創作《史記》的

影響。 

 

六、 結語 

    司馬遷對孔子精神的繼承，在《史記》的完成上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司馬 

遷真正受孔子的潛移默化，是願意去肩負歷史的責任，他不單只求完成父親遺志，

對父親盡孝，更重要的是要超脫個人的現世責任，放諸到歷史洪流中的價值，除此

之外，對孔子欲匡正亂世的人格，也是希望能有所承繼，因此，司馬遷想見孔子，

孔子對他來說就像是他的偶像，那種發自內心的景仰，司馬遷也許渴望能當面跟孔

子說說。而對屈原，幾乎是同理心的寫照發揮，司馬遷感召於屈原情感的深摯，對

現世的生命價值有不同的解讀，欲藉由連結等質性的生命情感，跳脫歷史時間的限

制，渴求知音的惺惺相惜，所以，可以這樣來歸結，「想見其為人」一語用在孔子身

上，是尋求一個生命目標，存在的責任價值，用在屈原身上，則是尋求個人情感的

慰藉，生命際遇的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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